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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学的“科学性”问题
———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研究

唐士其＊

内容提要 亚里士多德虽然把政治学列为“科学”之一，但其“实践

科学”的特性，使之对个别性、偶然性保留了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把超

越理性的慎思明断作为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

说，近代以来政治学的“科学化”实际上是一种使其“形而上学”化的历

程，它在追求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的视野; 在使

政治学技术化的同时，忽略了政治智慧的意义。要克服当下政治学研究

中的缺欠，就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亚里士多德。
关键词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科学 智慧

一、“科学”的政治学与“明智”的政治学

最早把政治学视为一门科学，并为其划定基本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是亚里

士多德，他同时也是后来通用的“科学”这一概念的奠基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所谓科学，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以某一类( 亚里士多德通常称之为

种———genus) 相对独立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 “一有多少种类，存在①就有多少种

74

*
①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邮编: 100871)
“存在”( on，being) 一词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同时具有“是”与“存在”两重含义，

但在多数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是”的一面，即为何 A 是 A 而不是 B。形而上学研究的就是“是”的
问题，因此，现在一般也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研究称为 ontology。



类。研究它们的是什么在种上属于同一门科学。”①其次，科学研究具有抽象性，它

关注的是使个体成为某类事物之一员的那些特性，即事物的共性，“如若没有任何

在个别之外，那就会没有被思想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感觉的，却没有知识，没

有科学”。② 第三，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能够恒常存在，“一切科学都以恒久存在的

或经常存在的东西为对象，这里决不包括偶性”。③ 这里的恒常存在包括两方面的

含义。一是始终存在，或者反复出现; 二是其特性始终不变。第四，科学研究的内

容可以通过语言传授，“知与不知的标志是能否传授。所以，我们主张技术比经验

更接近科学，技术能够传授而经验不能传授”。④ 最后，“科学具有可证明的品

质”。⑤ 简而言之，科学就是以逻辑即理性对事物的本质加以认识的“分科之学”。
虽然以上这些基本要素为每一门科学所共有，但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不同学

科具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划分出三类不同的科学，既思辨的科学( 包括数学、物理

学和神学) 、创制的科学与实践的科学。思辨的科学以非感性的形式为对象，它们

的本质就存在于自身之中; 而后两者的研究对象则是感性的存在，而且它们运动的

本原在它们之外。⑥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是否就是真正的知识，或者完备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断言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智慧( so-
phia) ; ⑦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并非智慧本身。因为首先，科学知识

不能来自科学自身，它需要某些由以出发的前提，但这些前提并不能通过理性，而

只能以直觉予以把握。亚里士多德多次指出直觉( 中文或译为“理智”) 的重要作

用:“科学就是对普遍者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凡是证明的知识，⑧以及全

部科学都有开始之点( 因为科学总伴随着理性) 。然而科学的起点却不是科学、技
术或明智。……所剰下的只能是把握开始之点的理智。”⑨其次，科学只是达到智

慧的途径，而非智慧本身。智慧的一方面是科学知识与直觉的结合。“一个智慧

的人绝不可只知道由始点引出的结论，而要有关于开始之点的真理性的认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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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既是理智( 直觉) 也是科学，在髙尚的科学中它居于首位。”①智慧的另一方

面则是科学知识与具体情势的结合，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明智( 慎思明断) 。②

明智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也体现出他与柏拉图在哲

学上的根本差别。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秉承柏拉图的思想传统，强调科学必须以普

遍恒常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认识，认为“一切可感觉的东西不断流

变，关于它们，知识是不存在的”。③ “不存在关于偶性的知识，因为全部知识或是

关于长久或是关于经常的事物。若不然，怎么可能学习或传授他人呢?”④但另一

方面，他又强调绝不能忽略对个别的、偶性的事物的认识。“科学的知识，正如知

晓这个词一样有双重含义，一者是在潜能上，一者是在现实上。潜能作为质料是普

遍的和无规定的，属于普遍和无规定的事物，现实则是确定的并属于确定的事物，

作为这个，它属于某一这个。……所以科学知识，一方面显然是普遍的，另一方面

又不是。”⑤

明智是具有知识( 包括科学知识) 之人根据具体环境与事态对知识的运用和

深化。亚里士多德指出: “明智显然并不是科学，……它们以个别事物为最后对

象，只有个别事物才是行为的对象。……明智以个别事物为最后对象，它不是科学

而是感觉。”⑥“明智是对人的事情，人们对它加以考虑( deliberate) 。所以，考虑就

是明智的最大功用。谁也不会去考虑不可改变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目的，也

不是可行的善。总而言之，一个善于考虑的人，须经过核计而获得对人最大的善。
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⑦在人的诸种德性中，亚里士

多德为明智赋予了至高的地位:“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理性( 因为全部德性都是

知识〉。而在我们看来德性伴随着理性。从以上所说，可以明显看出，没有明智就

不存在主要的善，没有伦理德性也不存在明智。”⑧更进一步说，“没有明智主要德

性就不能生成。正是这一缘故，有的人就认为全部德性都是明智”。⑨

如果科学的知识是可以传授的，那么明智能否传授呢? 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

“明智是种德性而不是种技术”，瑏瑠因此它不可传授。另外，他还认为，“一切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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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成果”。① 那么，明智这种善德就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逻辑的必然，它只

能在生活和思考的实践中养成。“明智是实践的。理论与实践两者都为必要，但

重要的还是经验，但这里还要有某种匠心为指导。”②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

学》中讨论科学，而在《伦理学》这一实践的科学中考察明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政治学属于实践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有

专门的定义，指的是那些“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他举例说: “例如在观看同时就

已经看到，在考虑同时就已经考虑了，在思想同时就已经思想了……好生活就是生

活已经好了，幸福就是已经幸福了。”③作为实践的科学，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

而是实践”，④特别是在公民中养成各种善德。“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

要的学术，其终极( 目的) 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⑤因

此，政治学注重的，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

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 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

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 。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

怎样去行动。”⑥

也就是说，政治学并非坐而论道，而必须知行合一。⑦ 政治学讨论诸善，其目

的是通过讨论使参与者向善。亚里士多德相信，知识具有一种使潜能变为现实的

力量。它通过“把潜在存在的事物带进现实，就可发现它们。这因为思想就是现

实活动”。⑧ 这如同王阳明所言: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

知。”⑨但他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对诸善的讨论使人们向善。“想用

理论来改变在性格上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很困难的。”瑏瑠“一般说来，情

感是不能为语言所动的，只有强制。”瑏瑡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瑏瑢因此，政治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善德的

养成。
明智在实践领域既然居诸善德之首，而政治学又是以养成诸善为目的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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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所以，明智在政治学或者说政治实践中就具有了核心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

为，“政治学和明智的品质相同”，①政治中的明智就作为正义的具体体现的公平

( equity) 。亚里士多德指出，为了实现正义这一政治的基本目标，②一方面，需要对

理想的政体进行探讨，对如何改进现存的体制加以研究; 另一方面，还要求人们特

别是政治家们在政治实践中权量情势，把普遍的正义原则具体化，使之最终体现为

公平。“公平虽然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上的公正，而是对法律的纠止。其原因

在于，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然而在其种场合下，只说一些普遍的道理，不能称为正

确，就是在那些必须讲普遍道理的地方，也不见得正确。”“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

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③

政治( 学) 中的明智因而既需要人们了解一般性的原则，又需要他们深入体察

各种特殊的、具体的政治现象，这是能够权量的前提。“我们这种研究不应该只谈

论普遍的东西，也要注重那些个别德性的原理。在关于行为的诸原理中，那些普遍

原理比较共同适用，但是那些部分的原理却有更大的真理性。因为行为是关于个

别事物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与它们保持一致。”④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政治学研究

中就高度关注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物。据说，他曾对当时 137 个希腊城邦的体制

进行了细密的研究，《政治学》一书对各种政体类型甚至大量城邦具体的政治制度

与实践的讨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成果。
由于政治现象复杂多变，也由于人是一种可以由潜能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

政治中涉及到诸多不可能简单地以理性和逻辑加以说明和约束的因素，其中之一

就是传统和习俗的力量。“政治的公正，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传统的。自然的公

正对全体的公民都有同一的效力，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而传统的公正在开

始时，是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然而一旦制订下来，就只能是这样了。”⑤人们没

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那些属于习惯的东西进行是否合理、是否合乎逻辑的判断，

需要的是考虑并尊重这些因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现实状况有所改进。这同样

是政治明智的体现。相反，如果只是一味地依据理性行事，则不仅难以获得成功，

而且显得荒唐可笑。⑥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只是提出了一个比较中庸的目标，这包括两个

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并不试图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政治模式，“最良好的

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

15

论政治学的“科学性”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 128 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148 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 117 页。
同上书，第 37 页。
同上书，第 108 页。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62 页。



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

体”。① 其次，它只是满足于为人们提供思想的参照而非最终的答案。它从知识出

发，以明智为归宿，是对智慧的启发而非智慧本身。“关于行为的全部原理，只能

是粗略的，而非精确不变的。……原理要和材料相一致。在行为以及各种权宜之

计中，正如健康一样，这里没有什么经久不变的东西。如若普遍原理是这样，那么，

那些个别行为原理就更加没有普遍性。在这里既说不上什么技术，也说不上什么

专业，而只能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看情况怎样合适就怎样去做，正如医生和舵手

那样。”②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他在《形而上学》中对

科学的规定性。它不仅研究一般的、普遍的和恒常的事物，也注重甚至更为注重特

殊的、偶然的和可变的事物，而连接这两个方面的关键就是“明智”。明智需要知

识，但更需要经验与阅历; 需要逻辑与理性，但更需要复杂的、全方位的思考，所以

亚里士多德表示，政治学并不适合年青人学习。“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

这方面成为智慧的，却没有人说变得明智。其原因在于明智不仅是对普遍事物的，

而且是对特殊事物的，这须通过经验才能熟悉，青年人所缺少的正是经验，而取得

经验则须较长时间。”③他在另外的地方也表示:“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本应学习的课

程，他们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而这种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④“来

自经验并说明经验”，而非来自假定并证明假定，可以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

基本特性。

二、近代以来政治学的“科学化”

近代科学的发展源自对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否定。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

放弃了带有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而代之以实验物理学，其经典

标志就是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的两个轻重不等的铁球。实验物理学的巨大成

功使政治学家们至今为止焦躁不安、殚精竭虑，探究如何才能使政治学也如同自然

科学一样，为人们提供普遍而确定的知识，帮助人们不仅认识现实，而且准确地了

解过去、把握未来; 不仅适用于他们周遭的事物，而且适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近代政治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否定却走上了与自然科学相反的方向，即从

经验走向理论的抽象。这种否定的第一步是由马基雅维利完成的。培根对马基雅

维利的评价是:“我们要特别感谢马基雅维利和其他一些作家，他们公开地、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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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掩饰地宣布并且描绘了人的实际行为而非行为的规范。”①培根指的是马基雅

维利抛开了亚里士多德对诸善的探讨，而关注人们实际如何行动，并以此作为政治

学的核心内容。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被称为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所有的善德都不是出于自然而有赖养成，是潜能而非

现实，即只作为可能性存在。② 因此，实际情况并非如一些人所说，古典作家“混

淆”了规范与事实的差异。但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厌倦了亚里士多德式的道德

说教，而把政治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人们实际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上面。他这么做

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出自他在动乱年代对稳定有效的政治秩序的渴望，以及

对实现这种政治秩序所必须的政治资源重要性的切实体认，也包括对中世纪严酷

宗教约束的反弹。这些约束以道德和规范之名全面否定一切人性的追求，使人们

丝毫体会不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幸福与快乐; 而另一方面教会中的一些人却

在约束别人的同时穷奢极欲，无恶不作。马基雅维利的喜剧《曼陀罗》通过描写一

位年青英俊聪慧的男子对一位美貌温柔贤惠的有夫之妇的成功诱奸，表明了他在

这些问题上的全部立场。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或多或少是迫于现实而放弃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可能性

的部分，从而实现了对这一学说的简化，同时为其赢得了更多现实性的话，那么，霍

布斯则是非常自觉地要求把政治学转变成具有高度确定性的科学。霍布斯对亚里

士多德充满了蔑视:“我相信自然哲学中最荒谬的话莫过于现在所谓的亚里士多

德的形而上学，他在《政治学》中所讲的那一套正是跟政治最不能相容的东西，而

他大部分的《伦理学》则是最愚蠢不过的说法。”③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

到处都是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东西，他要求的则是清楚、单一与明确。霍布斯明

确提出:“当我们作出一个一般的断言时，那就除非它是真确的，否则其可能性便

是无法想象的。”④换言之，科学不接受可能性。霍布斯本人对笛卡尔的几何学体

系心仪不已，并且试图据此建立一整套关于人的系统科学，其特点是“首先对一些

我们普遍认可的基本前提进行界定，并由此出发进行推导，最终得到某种我们已知

的结论”。⑤

霍布斯用来作为他的新政治科学“基本前提”是人的欲望，尤其是求生的欲

望，因为这是最确实的，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观察到且不能否认的事实。既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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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d in Ernst Cassirer，The Myth of the State，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Inc． ，1953，
p． 149．

“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
完满。”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 27 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42 页。
同上书，第 30 页。
Thomas Hobbes，Le Corpora，in Sir Wm． Molesworthed．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London:

John Bohn，1839-1845，Vol． I，p． 309．



基雅维利等人已经为欲望正名，霍布斯也就毫无顾忌地让它登堂入室，并且把那些

曾经用来约束欲望的东西统统置于脑后。因为前者是事实，而后者只是可能。
为了建构他的政治学体系，霍布斯在马基雅维利的基础进一步对人性进行了

高度简化，排除了除欲望之外的一切特质。他并且煞费苦心地证明，人们在体力与

智力上都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任何体力强大或者聪明睿智之人，都抵挡不了几个不

如他的人联合起来的攻击或算计。这是一种对平等的奇妙证明，但足以让人们相

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影响他的理论的有效性。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人变成

了如同物理学中质点一样的分析对象。后者是一种除质量以外，形状、体积、色彩

都可以不予考虑的点，前者则是除了欲望之外，性格、爱好、知识、教养也都不予考

虑的生命。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种“质点人”只具形式而没有质料，它原

本应该是数学和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就此而言，完全可以说，霍布斯使政治学形

而上学化了。
霍布斯的“质点人”成为近代政治学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尽管卢梭以情感对

其加以抗拒，但基本上没有获得成功。事实上，霍布斯的理论代表了时代的风潮。
自然状态理论在 17 至 18 世纪风行一时，就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理论同样

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虽然它未曾把自己视为某种政治学研究范式，而只是对国家和

文明产生之前人类状态的描摹，但客观上达到了与霍布斯的抽象一样的结果———
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使人们相互差异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要求人们高度关注的因

素，在自然状态中被成功地逐出了政治学的视野。施特劳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

一种没有语言、没有理性的状态无非是一种“次人”( sub-human) 的状态。①

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近代思想家在政治学中对确定性的追求，以及他们对

欲望与规范的关系的处置，完全封闭了政治学( 伦理学) 中可能性的空间。后来的

伦理学，包括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各种改头换面的经济学而已。从

他们开始，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不再把它与人的完善

联系起来，制度成为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欲望而对另一些人的欲望施以控制的工具。
在韦伯之前两个世纪，政治学实际上早就已经价值中立了。

霍布斯代表了近代以来政治学科学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人们试图通

过完全排除芜杂的经验、人性的多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时严格依靠逻辑

推演而获得知识的确定性。第二个阶段则以韦伯为代表，其特点是通过对价值问

题的彻底排除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价值

中立的观点包括两方面要求: 一是社会科学不涉足价值问题，二是不对研究对象进

行价值判断。韦伯的这一主张对 20 世纪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产生了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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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且成为这一学科“科学性”的标志之一。
韦伯本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的这一立场视为价值判断。在他看来，诸种价值的

统一，以及人们在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只有在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得到

保证。①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宗教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力不断下

降，与此同时，价值的分裂( 韦伯称之为“诸神的争斗”) ，即人们不再相信真善美的

统一，也不可能在真善美的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自从

尼采以来，我们便已知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

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在更早一些的波德莱尔以‘恶之花’命名的诗集中，各

位也可找到这种观点。有些事情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此乃一项常

识。这些现象，不过是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之间相互争斗的最普通的例证。”②既

然价值分裂已经是无可改变的事实，那么再在价值问题上纠缠不休就不仅毫无意

义，而且有失科学的体面了。在韦伯看来，价值中立是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为社

会科学保留其“科学”地位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韦伯的这一观点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相呼应，③从而得到了更大的影响力。

但应该说，韦伯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以及对这两种社会中价值问题的判

断都是不尽准确的。在韦伯所谓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并没有观察到普遍的价值

统一性。虽然古代希腊人的确相信真善美应该统一，但毕竟“诸神的争斗”这一说

法就来自于希腊神话，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希腊人对价值冲突的体认。④ 在思想

家当中，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未曾明确地对价值统一性问题进行系统论

证，相反，倒是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各种价值之间必然存

在冲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专门讨论过好人和好公民的标准之间的不

一致，也讨论过政治家的生活方式与哲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⑤ 他认为，只有

神才能集诸善于一身，⑥至于人，则必须要在它们之间有所取舍:“德性则是某种选

择，至少离不开选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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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甚至倾向于认为价值本身也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现象，他一段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是: “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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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同属“传统社会”的古代中国，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诸善会合

一。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①孟子也说: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

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②老子甚至明确表示:“信

言不美，美言不信;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③中国人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贤者之

为贤者，就在于能够在诸种价值之间做出令人折服的选择。孟子举例说:“嫂溺不

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④权就是中庸，就是

明智，是审时度势的判断。
大致上说，韦伯是把基督教世界对上帝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信仰扩大到整个

“传统社会”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使他忽略了非基督教世界在价值问题上的

处理方式，看不到在诸多价值中的取舍乃是人生的必需，是伦理和道德的体现，也

看不到在价值问题上进行讨论的意义与必要。
政治学“科学化”的第三个阶段以“行为主义革命”为代表。政治学中的“行为

主义革命”主要发生在美国，是对 20 世纪几乎影响到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行为

主义”方法的回应。“行为主义革命”的内容当然要比这个名称所指广泛得多，应

该说它是一部分政治学者对当时研究现状不满的反应，其主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政治学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即从对法律、政治制度与政治机构，以及政

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关注转向对政治行为( 比如说投票行为与选举行为等等) 和

政治心理的关注; 二是要求扩展政治学的视野，把研究的重点从欧洲北美扩大到整

个世界; 三是要求政治学者对其研究方法进行规范化与科学化，除进一步强调政治

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之外，还要求他们对其使用的概念与假设进行严格设计，对政治

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且通过经验数据对各种假设进行验证。
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有大量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是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完

成的，但与此同时，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要求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除了像施特劳斯

那样激进的反对者之外，⑤伊斯顿在 1969 年美国政治学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一篇演

说可算比较公允。他着重指出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 颠倒

了研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过分追求研究手段的科学化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

了研究的实质内容。( 2) 行为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的，因为这种方法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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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稳定性为前提，从而排斥了对体系性变化进行考察的可能性，回避了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大量危机。( 3) 片面追求价值中立并非科学态度，对事实的分析和对

各种问题的判断必然来自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念。所谓的价值中立，无非是无条件

认同于现有的社会价值、社会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从而使政治学这一应该

以对现实秩序的批判为己任的学科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①

“行为主义革命”就其呼吁政治学者扩大研究视野、规范研究方法而言，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场运动的归结点仍然是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即理论化

( 规范化) 和数量化。它之所以强调对政治行为的关注，也是因为像投票和选举这

类研究对象可以通过数量工具加以描述和分析。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对假设的严

格论证、以及对结论的严格检验，这些要求都明显受到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

响。行为主义对数据、对理论模型的关注，当然可以使学者们在统计意义上发现一

些过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但这种研究高度抽象化和类型化的特点又往往使其

对政治现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视而不见; 尤其是当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

世界范围之后，这种缺陷就显得更为突出。另外由于不少研究者习惯于把他们所

熟知的西方政治现象视为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政治学“科学化”的另一个

结果就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至于在“行为主义”影响下，一些研究者

为数据而数据、为模型而模型，使政治学成为学者自娱自乐的事情，就更为这一运

动的提倡者们始料不及了。

三、政治学“科学化”的限度

虽然行为主义因为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有所式微，但

理论化和数量化即“科学化”要求对政治学研究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之所以如

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政治学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种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替代

性研究范式，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人们对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亦即政治学与其

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尚未形成共识。为改变这种状态，在一定的意

义上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视政治学为科学的学者们都强调，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应该是那些恒常的、反复出现的政治因素。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理

解为一种复杂性的科学，因而认为，在人的方面，这些因素包括天赋、习惯和理

性，②而且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它们的体现各不相同。至于在政治制度

75

论政治学的“科学性”问题

①

②

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3，
No． 4，Decembe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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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这种恒常的因素就是政体，因为政体决定着城邦的本质。① 若一个城邦的政

体发生了变化，“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② 但政体也有很多种，而且除了

统治者能够同时兼顾全体公民利益的所谓正态政体之外，还有统治者只顾谋取本

一己私利的“变态”政体。亚里士多德对政体问题的这一处理方式表明，在他看

来，政体的形式是一方面，而政体的实际运作又是另一方面。因此，恒常性并非简

单性和同一性，它需要人们对事实加以具体的把握，并且恒常事物也并非永久不

变。人性可以改进，政体也可以演化。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中，人们看不到

有什么因素是可以万世长存的。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学家恰恰不满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种在复杂性

和不确定中对政治的理解。在人的问题上，他们找到了欲望这种单一的、确切的人

性，人相应地仅仅被视为欲望的堆积，对欲望的满足和对利益的追求被视为人类行

为包括政治行为的基本动机，至于理性则被降低为满足欲望和追求利益的工具。
可以说，欲望和利益被近代以来的政治学视为解释人类行为的“阿基米德点”，只

要找到了人类的欲望和利益所在，人类行为的奥秘就迎刃而解，对人的控制也就成

为一个技术问题。
如上所述，这种对人的抽象可以比拟于经典物理学中对物体的抽象。物理学

家们发现，为了描述物体的运动，需要了解的只是它们的质量。经典物理学的成功

的确有赖于这种抽象，但对人进行类似的简化，使之成为“质点人”或者“欲望人”，

却很有可能使研究者看不到政治中某些重要的方面，因为除欲望与利益之外，人的

性格、情感、经历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当然不

能否认，在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欲望和利益的确主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

为，而那些在其他因素左右下思想和行动的人即少数人，由于他们的行动方向不一

致，其行为效果通常会相互抵消，这正是统计学的意义所在。但总会有例外，而对

于政治学来说，这些例外的、少数人的行为，或者多数人在少数时候的行为，与恒常

普遍的现象相比，又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事实证明，一方面，少数重要人物在

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政治生活的走向，无论他们是否掌握政治权力，都或者改变了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或者塑造了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另一方面，

一些看似偶然的、个别的政治行为，也会如同“厄尔尼诺现象”一样，有可能产生重

大的政治影响。罗马王制的终结，就源自一群浪荡的贵妇人中居然还有一位贞洁

女子露克莱蒂娅。
至于在政体问题上，从霍布斯开始的政治学家也放弃了亚里士多德那样一种

“实事求是”的立场。虽然近代政治学家也谈论各种政治体制，但在他们看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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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119 页。
同上书。



合理性和逻辑的只有一种，即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或者说“天赋人权”
的，通过洛克、孟德斯鸠及美国立国者们的研究其面目逐渐清晰起来的、体现权力

相互制约与平衡的政体。其他政体则不合乎逻辑与理性，也不合乎人性的基本需

要，而被称为前现代的、专制的或者极权的政体。它们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学术

上亦得不到严肃的关注。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之下，研究者们甚至一度连“国家”
这个概念也不能容忍，因为它既不清楚，又不科学，而代之以所谓的“政治系统”
( political system) ，从而在政体问题上实现了最高程度的“抽象化”和“科学化”。

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实质并不存在于个体事物之外。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

能是那些个别的、偶然的事物，因此，对每一事物的实质的认识，也就是对这一事物

的特性的认识，这是他与柏拉图的一个根本区别。在政治世界中，由于人选择的多

样性和环境的复杂性，没有两个人、两件事、两种制度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仅对

一个事件的认识替代不了对另一个事件的认识，而且对普遍恒常现象的认识也替

代不了对个体事物的认识。政治学中对普遍、恒常事物的研究提供的只是一种抽

象的、大概的知识，它必须从个体出发，并且最终回到个体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也可以说，从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达到对普遍恒久因素的认识是科学; 而从科

学知识出发，针对个别事物进行选择和行为则是明智。这种明智的培养，要求研究

者和政治行为者在经历大量个别事物的基础之上，敏锐地觉察出他们所面对情势

的特性。亚里士多德讲得很清楚，偶性不能带来知识，但经验即对偶性的阅历却能

够带来明智。“我们看到，那些有经验的人比那些只懂道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有更

多的成功机会。其原因在于经验只知道特殊，技术才知道普遍。一切实际活动，一

切生成都与个别相关，……医生所治疗的并不是人，他或者是卡里亚，或者是苏格

拉底，或者是如此祢谓的其他人，他恰巧是个人。如若一个医生只懂道理，而没有

经验，只知道普遍而不知其中的个别，行医时就要屡遭失败。”①就此而言，近代以

来政治学的科学化所提供的那些抽象的认识成果，虽然能够增加人们的知识，但也

有可能使人们失去对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个别性和偶然性的关注，同时也无助

于养成一位公民或者政治家明智的政治品性。
政治现象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它们的不可重复性。正因为政治现象

不可重复，因而在严格意义上说政治学知识是不可验证的，政治学研究也只能是比

较的和历史的研究。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者通过对类似政治现象的比较，分

析它们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进而推断那些相异因素对导致不同结果可能产生

的影响。至于历史研究则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为人们理解当下和未来提供

某些参照。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比较的和历

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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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不可重复性，政治学知识也就只能是一种不

确定的知识，然而这样的知识为霍布斯以来的众多政治学研究者所拒绝。近现代

知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确定性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知

识完美无缺地描摹现实，二是要求知识的表达本身确定无疑，在概念上、逻辑上、结
构上都清楚明白，没有任何含混之外，而且最好能够用数字或者数学公式加以表

述。对此，海德格尔、哈耶克和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都曾有过非常深入的

批判。① 哈耶克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②奥克肖特则将其概括为一种倾

向，它试图把所有知识都变得清楚明白，简化为能够让所有人一看就知、一听就懂、
一学就会的袖珍本读物。③ 相应地，他们认为关于政治的知识，只能是一种类似于

“自发秩序”的东西，它们不仅无法精确表达，而且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庄

子所说的斫轮者的知识，④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无法传授。⑤

政治学知识作为一种属人的知识，它与关于物的知识( 比如物理学) 的根本差

异，还在于其研究对象即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物体的运动，完全由自然规律所决

定，但人的自由，却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超越或者抗拒。虽然霍布斯所指出的求生

欲望可以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现，但人也可以因为其他的追求而放弃生命。因此，

人的行动，总是存在着与常规相反的可能，政治学也就应该为各种可能性预留足够

的空间。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能对一切东西都要求数学的精确性，只能对那

些不具质料的东西这样要求。”⑥在属人的知识上追求确定性或者说精确性，其结

果只能是使这种知识远离现实。海德格尔也认为，现代知识的精确性( exactness) ，

是以它的严格性( rigidity) ，即与实事的一致性为代价获得的。换言之，对于属人的

科学来说，越是精确则越不严格，越是严格则越不可能精确。⑦

正因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所以，政治学研究与物理学研究就表现出另一个重大

差别，即无论物理学家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什么样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可能改变这

些研究对象的特性( 在经典物理学的范围内如此，量子力学并不这么看) ，而政治

06

《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 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哈耶克和奥克肖特的批判往往被人们更多地理解为指向“极权主义”，海德格尔
则因为他与纳粹说不清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能够引起西方政治学主流足够的反思。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6、75 页。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1，p． 27．
《庄子·天道篇》。
20 世纪美国政治学领域中“行为主义革命”的发起人之一梅里安( Charles Merriam) 本人也曾经表

示，要对政治行为进行精确测量是有困难的，至于“控制实验”一类的东西，就更不应该是政治学研究者应该
涉足的领域了。参见 cf． ，Charles E． Merriam，“Recent Advances in Political Methods，”American Political Sci-
ence Review，Vol． 17，No． 2，1923，p． 238。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63 页，这里所谓“不具质料的东西”，指的主要就是各种“形式”。
Cf．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in Off the Beaten Track，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 Joung and Kenneth Haynes，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 59-60; and Martin Hei-
degger，“What Is Metaphysics?”inDavid Farrell Krell ed． ，Basic Writings，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Kegan
Paul，1978，pp． 96-97．



学家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理解，往往会或多或少改变这一社会某些方面的性

质，这是因为他的理解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也因为他的理解有可能改变

其他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政治学研究故而具有某种

“自找实现的预言”的性质。①

政治学研究应该注重可能性，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人本身是一种可

能的存在，或者说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近

现代主流政治学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不仅看到了人性中不变的一面，而且看到

了人性中可变的、可塑造的一面，并且要求政治生活充分关注这种可变性，把使人

向善作为政治的根本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理想城邦中，“外物的丰啬既

寄托于命运，在命运成为主宰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只能作虔诚的祈愿。至于城邦的

善德却是另一回事: 这里我们脱离了命运的管辖，进入人类知识和意志的境界［在

这个境界内，立法家就可以应用他的本领了］。”②就此而言，近代思想家们对亚里

士多德的批判多多少少表现出某种对他的误解，即当他从可能性的角度谈论的东

西，他们往往读成了现实性。
对于政治学( 或者广泛地说一般的社会科学) 与现实社会之间这种相互影响

的关系，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解释学特性”，即“人文学科的特

点，是我们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是通过建立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位一体基础上

的感受而获得的”。③ 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在类似意义上把政治学归于实践的科学，

即它不仅是对事实的观察，也是与周遭的人和事的互动; 不仅是知识的创造，也是

知识的实践，是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这一特性的存在，使谈论政治学的“客观性”
成为一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事情。同时，在价值问题上的讨论也就显现出了不

同的意义。如果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可以通过研究、讨论和说理而加以改

变，而不是陷入让人无助的“诸神争斗”的状态，那么政治学家有何必要、如何能够

“价值中立”? 哈贝马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类的语言交流称为“交往行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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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治学对社会的影响未必发生在研究者所希望或者所断定的方向上面。1972 年，罗马俱乐部
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关于世界经济衰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悲观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一预言的
“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缘于这份报告及其前后大批类似的研究成果呼唤出了绿色环保运动，从而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生产模式。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384 页。
Wilhelm Dilthey，“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In Wilhelm Dilthey ＆

FrithjofRodi eds．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Vol． 3，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 109． 狄尔泰并
且指出:“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象，相反，他们会给我带来压力或动力，为我
提供奋斗目标或者对我的意志施以限制; 他们或者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重要，或者要求我予以关注。对我来
说，他们或者亲近、或者疏远、或者陌生。这样一种生活的关切，无论仅限于片刻还是长久存在，都会让我把
这些人和事或者视为扩展了我的存在，增强了我的力量的赐福者; 或者视为限制了我的生存，对我施加了压
力，减少了我的权力的妨碍者。”参见 Wilhelm Dilthey，“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
ences，”p． 131。



力求为价值问题的讨论恢复正当性。

四、余 论

对近现代政治学沉迷于“科学性”、精确性和确定性这一点，应该说亚里士多

德是负有责任的。也可以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人们用亚里士多德的一面反对

他的另一面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科学的标准，即科学的知识必须是理性

的( 逻辑的) 、其认识对象必须是恒常的( 事物的本质) 、其内容应该是可传授的，正

是近现代政治学“科学化”的出发点; 所谓的“科学化”，就是使这些特质体现得更

加清楚明白，并且去除任何与之不相容的认识内容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理解，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有关，也是他的基本哲学立场

的体现。他之所以认为科学必须是理性的，是因为他相信理性是世间万物的基本

法则，而理性就是逻辑。亚里士多德坚信: “同一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存

在又不存在，也不允许有以同样方式与自身相对立的东西。”①( 同一律) 由此出发，

他引申出“一切意见中最为确实的是，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② ( 矛盾律)

“在对立的陈述之间不允许有任何居间者，而对于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

某一方面。这对定义什么是真和假的人来说十分清楚。”③“只要既真又假不可能，

那么或真或假也就不可能。”④( 排中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知识的逻辑性并不仅仅是真理的自洽性要求，而且是

客观世界对科学的要求，因为他相信，万事万物都具有其不变的本质( 实体) ⑤。他

认为:“尽管最初有许多意义，但实体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不论在定义上、认
识上，还是在时间上。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它独立存在。唯有实体才独立存

在。”⑥实体是不变的，只有这种不变的实体，以及实体得以体现的那些恒常不变的

事物，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由于理性、逻辑与语言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

学知识的可传授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他的上述立场又有所保留，因为他在一个最根本问

题上来回摇摆: 实体存在于何处? 是存在于每个独特的事物当中，还是作为种存在

于在它们之外? 是作为特殊性，还是作为普遍性? 柏拉图的“相论”就认为，实体

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体现的是普遍性而非特殊性。对于这种理论，亚里士多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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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一书中进行了反复的批判，认为它不仅存在严重的逻辑困难( 最后会

导致比个体事物还要多的相) ，而且也与事实不符。他论证道: “如若把种当作是

最真实的本原，那么，应该把最原始的种还是把不可分事物的最后称谓叫做本原?

因为在这里有着争议。如若普遍永远更是本原，显然就应是最初的种，因此它们述

说所有的事物。于是存在物的本原就会与原始的种一样多，一和存在都将是本原

和实体，因为它们最普遍地述说所有存在物; 然而一并不是存在物的种，一不是，存

在也不是。因为，每一个种必然有一些属差，而每一个属差都是一，但种的属不能

表述自身的差别，没有自己的属，种也不能被表述。然而，如若一是种，存在也是

种，那么就将不存在任何属差了，不论是一，还是存在。但是，如若种不存在，本原

也将不存在，假若种就是本原的话。”①

因此，亚里士多德也倾向于认为实体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认为“除了

自身及其所有者、以及以其为实体的东西之外，实体不依存于任何东西。”“普遍不

能在个体之外分离存在。”②“个体的实体是为个体所独有的东西，它不依存于他

物，普遍则是共同的。”③“普遍属性不会是实体。”④与此相联系，亚里士多德甚至

认为，个体或者部分有可能先于普遍或者整体存在。“如果有人问，到底是直角、
圆形、动物在先呢，还是它们所分解成的和所由组成的东西，即部分在先呢? 对此

问题必须回答: 不能一概而论。”⑤

在终极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承认: “存在是什么，换言之，实体是什么，不论在

古老的过去、现在、以至永远的将来，都是个不断追寻总得不到答案的问题。”⑥因

此，哲学只是对真理的追求，而非真理本身。⑦ 相应地，知识也只是对现象世界并

不严格的描摹，它只是走向智慧、走向明智的桥梁。“一切知识都是关于某种存在

或种的，并对之进行考察，而不是关于单纯的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也不对它的是什

么作出说明，而是由此出发，或者使它在感觉上更加明显，或者把是什么当作一个

假设，这样或者较为必然地或者较为松散地证明他们所研究的种中固有的属性。
所以很显然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既不是实体的证明，也不是是什么的证明，不过

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⑧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明智和“清明”之处，他没有回避思想中的矛盾，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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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到这种矛盾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因为现实原本如此。因此，他在政治学研究

中，为个体性、偶然性和变化( 政体的变迁) 保留了足够的空间，并对其加以严肃认

真的对待。当然，亚里士多德最终还是在两个端点之间徘徊，要真正超越他面临的

困难，可以需要一种更彻底的思想方式。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智慧应该可以提供

某些重要的参考。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从来就不会被什么是事物不变的本质( 实

体) 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他们注重的恰恰是事物的变化; 而变化之所以能够得到高

度的重视，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对立的两极原本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①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

和，前后相随”。② 因此，中国人用历史的方法把握政治，就不仅仅是因为逻辑知识

和体系方法的缺失了。他们深刻地体认到，变才是永恒不变的法则，所以知识并非

政治行为中的操作条例，而只是政治智慧的必备条件，对每一个具体的事件，都需

要当事人临机处置，做出选择和决断。“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审时度势，即亚里士

多德所谓的明智，才是真正的智慧。
那么，什么才是政治学研究的目的? 当然，首先还是理解政治现象、总结政治

规律，向公民们传授关于政治、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的基本知识，但并不向他们提

供行为的教条，也不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模式。同时，政治学可以而且应该讨论政

治价值。政治学的实践目的，是培养公民们特别是未来的政治家们的政治智慧即

政治中的明智，以及卓越的道德品性。美国政治学家希尔在批评过去数十年政治

学研究的缺陷时指出: 政治科学“是在把它最首要的关注传授给学生们方面基本

上完全失败了的唯一的科学研究领域”。③ 曼斯菲尔德则认为，政治学的“科学性”
已经严重妨碍了卓越的政治人格的养成，因为它关注的只是个人、只是个人的利

益，只是平等而不注重差异。④ 这种状态需要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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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real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in the future． But egalitarianism is
antithetical to Chinese elitist tradition and so is unlikely to be accepted
by Chinese people． If the Western socio-economic crises persist，democ-
racy，once credited with the“end of history，”will probably face its first
challenge in China．

On the“Scienceness”of Politics: A Study of Aristotelian
Politics Tang Shiqi ( 47)……………………………………………………
Although Aristotle lists politics as one of the“sciences，”its character as
a“practical science”allows itself to be more open to uniqueness and ran-
domness，makingrationality-transcending “careful reasoning and in-
formed judgments”the ultimate goal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 Aristo-
telian sense，the scientification of politics since the dawn of modern era
is in fact a process ofmetaphysicization． To a great extent，the pursuit of
universality and certaintynarrows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and the
technologization of politics overlooks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wis-
doms． Thus it is imperative for us to“rediscover”Aristotle in order to o-
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in current polit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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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System，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Wei Min ( 65)………
Size and system are basic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vul-
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Small size，which is a shared attribute of all
small states，is the source of its vulnerability． Nevertheless，small states'
vulnerability and the associated dependence and marginalization are not a
constant，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global discourse have a
constitutive impact upon the degree，content and politico-economic sig-
nificance of its vulnerability．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ize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while its economic signifi-
cance hinges up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rang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discours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mall states' vulnerability
has been mitigated due to the changed systemic nature; moreover，the e-
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has provided small states with a potential turning
point． But all these changes do not amount to the elimination of vulnera-
bility for small states: “smallness”still h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g-
nificance． Simply put，size has shaped national attributes，and“small-
ness”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small states' vulnerability．

China-G77 Cooperation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Sun Xuefeng and Li Yinzhu ( 88)………………………………
China's changing power status is a critic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hina-G77 cooperation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